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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文化外交的最早实践者，西方国家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中心论和国家利益观为出发点和目标

的文化外交理论和实践路径。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实施的文化外交不但会造成文化和文明间关系的持续紧

张，还会导致文明间的恶性竞争和冲突。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外交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从“文

明对话论”的视角，为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和实践路径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范式。文化外交应将“文明对话

论”核心思想纳入文化外交决策和实践的全过程，以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互统一为出发点， 采用“核心

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的文明对话模式，实现文明自觉和全球文化认同的同时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

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在实践层面，注重内外统筹，对内深挖文化的优秀思想，特别是挖掘具有世界

意义的文化思想，提升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文明间平等对话奠定基础，将“文明对话论”思想纳入国

家教育体系，深植“文明对话论”的社会土壤；对外一方面可借助联合国的天然合作平台，深化与联合国

文明联盟的合作，也可利用主场外交，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搭建文明对话平台，协同培育以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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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20年代，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率先将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对外输出文化、思想与价值

观[1-2]。此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文化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通过外交途径推介自身文化，促进

对外文化交往，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国家整体利益和外交服务。从西方国家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

和政策实践看，文化外交政策是基于西方的文明观和国家利益观制定的，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对外推广

西方式民主的工具，西方学者为实现这一目标构建了一整套理论和话语体系。随着 20世纪 80年代末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软实力”概念，文化被政治化和具有排他性、利己性的西方国家

利益观驱动的趋势愈加强化，通过对文化的推介造成文化和文明间的竞争和冲突的态势在增强。西方

国家的文化外交带有鲜明的西方文明底色。西方文明具有使命性特征，其使命是要全世界都接受西方

文明，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市场经济，世界各国都采用西方式民主政体[3]26，采用的是“普世

价值—文明转型”的文明对话模式[4]。长期受到西方理论和实践影响的文化外交存在定位不明和概念

不清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目标不但寻求软实力提升和国家形象改善，还要将西方文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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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给其他文明。这就为文化外交研究与实践者，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

题，即文化外交的定位问题，将文化作为外交手段究竟要实现怎样的国家利益，进而要规划怎样的实

践路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试从“文明对话论”的视角，对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范式的新的

思考路径，以期文化外交能够在文化和文明层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基础性作用，在维护各国自身利益的

同时也能使全世界普遍受益。

一、“文明对话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反西方文明中心论思想是贯穿“文明对话论”提出与发展的主线。“文明对话”一词自 20世纪 70

年代提出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5]。

1977年，罗杰·加罗迪（Roger Garaudy）著述的《文明之间的对话》一书出版，书中提到他创造

的“文明对话”一词，对西方文明的利己主义进行批判，指出西方是在文明中形成“自我主义”的罪

魁祸首，而在其他文明中出现的“自我主义”则是对“西方自我主义”的反命题。加罗迪认为，只有

当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之时，真正的对话才会发生。只有所有人都深信别人是他成为

一个完整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文明间才能有真正的对话[5]34-35。加罗迪建立了推动文明对话

的国际机构，还试图推动一个世界和平中心的项目。然而，由于加罗迪的观点主要是对西方的尖锐批

判，并且他的主张在当时也仅限于宗教领域，因此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第二个阶段是以冷战结束为起点的。两极世界秩序的终结引发了学界对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辩

论，“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继续称霸世界奠定了理论基础，同

时也使“文明对话论”作为一个反命题从宗教界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文明对话论”首次作为学术

话语出现在杜维明的著述中。20世纪 90年代初，杜维明提出发展文明对话研究，举办了多次国际学

术会议，前后出版了 25本文集[6]。他指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将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

方的假设是错误的，在 21世纪乃至 22世纪出现一种文明一枝独秀的机会不大，必须承认世界多元文

化的事实[7]126。他也特别倡导现代儒学要参与到文明对话当中。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政要也纷纷倡导文明对话。1994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天涯成

比邻》报告，呼吁建立新的对话文明。1995年 5月，第二次“锡纳亚对话”在罗马尼亚举行，推动文

明对话[8]。1995年秋，被誉为“文明对话建筑师”的伊朗前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首次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倡导文明对话，认为“文明对话论”为冷战后的世界秩

序提供了新范式，指出 20 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应包括：“接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拒绝武

力”；人类文明的提升“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文明对话应该制度化，以对

话和理解代替敌视和冲突”[9]。“文明对话论”成为全球政治话语首次出现在 1997年哈塔米在联合国大

会上的讲话中，他是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互不容忍的角度进行阐释的。1998年 9月哈塔米在联大

发言中建议将 2001年定为“联合国文明对话年”，同年，联合国正式将“文明对话”写入正式议程。

哈塔米在全球政治层面提出“文明对话论”是反对美国强权政治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论

的表现。正如他所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要放弃工具理性的做法，停止将他者视为敌人，应当尊重他

者的权利并采用基于交际理性的外交方法[10]。

第三个阶段为“9·11”事件发生至今。“9·11”事件使国际社会意识到世界政治中普遍存在的不

和谐的严重性，进而使“文明对话论”更加突显其现实意义，也加速推动了文明对话作为国际议程的

发展。2001 年 11 月 9 日，第 56 届联大通过了由中国等 75 个国家共同起草的《促进文明对话全球议

程》，包含“促进文明对话的全球议程”“目标、原则、参与者”和“行动计划”三个部分，为文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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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框架[11]。至此，联合国已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推动者[12]3。2005年联合国成立

联合国文明联盟，堪称文明对话的国际组织者。2008年 12月 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文明对话奠定了法律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推动文明对话议程

的核心机构，通过与成员的合作，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宣言和公约，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与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推动文明对话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有关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能否替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中国能否为人类提供另一个文明选择的探讨也在日益升温[3][13]。事实上，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中

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都不是以替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文明为目标的，相反，中国通

过在国际舞台积极发声、参与联合国文明联盟各类活动以及搭建文明对话平台，为“文明对话论”注

入了中国理念。2014年 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阐释了中国的文明对话观，

提出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

展的重要动力”的重要理念，以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的“多彩、平等、包容”三点原则[14]。

中国的文明对话理念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基因。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在同其他文明

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的思想体系[15]。无论是作为治理哲学还是作为个体层面的生活方式，儒学

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3]36-38。

二、“文明对话论”思想的核心要义

“文明对话论”以对话的方式处理各文明间的关系，建立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和平共存的新世界秩

序。综合学界和官方倡导的“文明对话论”思想，本节将从文明对话原则、文明对话模式、参与者及

领域、目的四个方面对“文明对话论”的核心要义加以阐释。

（（一一））文明对话的原则文明对话的原则

原则关乎到文明对话能否实现，究其根本关乎到各文明共存的问题。

1. 树立多元多维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是多元多维的，即使在一个文明内部也存在多元传统。基

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提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明不仅造

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且也具有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16]9。卡赞斯坦认为西方文明也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具有多重传统，内部具有多元性的[17]。习近平曾指出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的道理，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18]。

2. 尊重文明共性与差异。杜维明认为，各文明之间在基本价值观、人性和共同道德感情等方面存

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文明对话得以实现的可靠依据[19]83。很多学者也认为各文明皆具一些普世

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内容的不仅是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同样具有普世性要

素。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固然有些标准来自西方，但并不证明西方文明可以取代一切。各

文明间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存在的依据[20]。文明差异不是文明冲突的根源，

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对待文明的态度[21]。

3. 坚持文明对话推动各文明的完善与进步。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异质文明交流的历史。明末清初以

来的两次“西学东渐”，掀起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中西知识汇通[22]。东亚国家是热心研究西学的典范，

积极参与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我改造，这在人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东亚国家华人的经济文

化、家庭价值观和经商伦理仍然保留了儒学的根基[23]319-322。文明对话不会破坏文明的核心价值，相反

通过对话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推动各文明的自觉和进步。

（（二二））文明对话的模式文明对话的模式

文明交往的模式多种多样，有冲突式、融合式、教化式等。然而冷战结束后，“普世价值—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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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对话模式很快盛行起来。“历史终结论”就在倡导此种模式，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意义，

其他文明终将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亨廷顿则表现出了对“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的现实焦

虑，认为“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战争；

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24]359。谢文郁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受强势的

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世界各文明间的对话变得极为简单，即宣传并推动世界各文明采纳西方所谓的

“普世价值”，促使其他文明转型，最终实现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谢文郁从多元主义视角下

的宗教对话和第二轴心时代的跨文化对话理论论证了“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在实践上终将

陷入困境[4]。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种文明排斥其他文明，试图将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的

情况，但都以失败告终。谢文郁基于对文明所具有的原始责任意识、视角盲点和普世主义倾向等基本

特性的分析，提出文明对话的“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即“建立文明对话平台，突出各文明的

平等尊严，彼此帮助消除对方的视角盲点，推动并深化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识，导向一种和而

不同的诸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4]20。哈塔米也认为各文明通过与他者交流的过程是自我发现、自我完

善的过程[25]。通过文明交流推动人类进步是“文明对话论”倡导者的共同认知，这也符合“核心价值

—文明自觉”文明对话模式的内在逻辑。

（（三三））文明对话的参与者及领域文明对话的参与者及领域

“文明对话论”思想中探讨的参与者主要指文明对话的推动者。哈塔米认为文明对话的推动者是

思想家、艺术家、学者、作家和诗人而不是政治家[26]。杜维明提出，处在不同文明中的群体和个体在

推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力量是不均衡的，掌握资源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应该推动文明对

话，对人类文明做出与其能力匹配的贡献[6]9。“文明对话论”的最初推动者们主要希望通过对话解决

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问题。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各文明的孤立发展已属罕见，目前

全球化的对话网络已经建立，为个体参与到文明对话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多的平台。动员个体

的参与有利于提升不同文明的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文明观，为文明对话的开展奠定广泛的民众基础。

文明对话也不能将政治家排除在外。政治家相较于普通民众享有更多的社会、国家和国际资源，他们

理应成为推动文明对话实现的重要力量。宋健指出，“文明的载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各个国家应在倡

导不同文明间开展对话中负主要责任”[27]。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推动者。文明对话

发生的领域，客观上讲是发生在不同文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然而政治、经济、宗教、文

化思想、价值观领域应该成为文明对话的优先领域。文明冲突的发生正是因为触及了各个文明的核心

利益。核心利益恰恰是来自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思想、价值观领域，而不是文学、艺术、音乐等

文化创造或是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方面[22]。

（（四四））文明对话的目的文明对话的目的

1. 从发展层面看，促进可持续发展。2015年，文化首次出现在联合国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此举称为对文化的空前重视。文化和文明塑造社会和国家身份，在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制定和实现过程中考量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特点，才能确保实现以人为本，包容且公平的发展目

标。联合国《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四海皆准的发展模

式，必须制定符合不同文化的本土化的发展目标，才能大大提高援助的有效性[28]。文明对话正是为了

增进文明间的了解，将可持续发展置于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之中，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不同文化和

文明的社会与国家中的可适度。

2. 从价值观层面看，培育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之所以能够成

为一个共同体，就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价值体系。人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

凝聚共识，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国际文化和睦年发布的报告中

提出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目标，如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自然、共负责任、同理心、尊重

杨悦：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与实践路径 ——“文明对话论”的视角 77



2021年第5期（社会科学版）

文化多样性。以此为目标的文明对话模式应将“核心价值—文明自觉”的模式升级为“核心价值—文

明自觉—共同价值”的对话模式，即通过具有各自核心价值的文明间对话，既能推动文明自身的完

善，也有助于培育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实现文明间的和谐共存。

3.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建立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法比奥·佩蒂托（Fabio

Petito）认为，哈塔米提倡的“文明对话论”的哲学本质就是在东西文明、现代性和传统性、物质和

精神之间寻求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追求一致，而是寻求文明的和而不同。文明对话的目标是反对强

权、铲除暴力、预防冲突，为人类创造力的蓬勃发展提供基础[29]。“文明对话论”的终极目标是文明

间的和平相处，进而实现世界的和而不同。

三、“文明对话论”对文化外交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文明对话不能仅停留在纯粹的学术层面，更应成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由路径。具体到国家层

面，各国应制定推动文明对话的相应战略和政策。各国文化外交的核心内容本应是增进国家间的文化

交流，然而由于文化外交的研究与实践长期受到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早期文化外交实践者的影响，因此

从实践情况看并未达到文明间相互包容与和平相处的效果。究其原因，西方国家制定和执行的文化外

交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西方国家以文化作为外交手段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文化外交活动在

非西方国家推广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进而实现改造其他文明的目的。西方所标榜的以软实

力竞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文化外交不但与人们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尊重和了解的愿景背道而

驰，更会导致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进而导致文化和文明间的恶性竞争，甚至造成文明

间的冲突[30-31]。跳出西方主导的文化外交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需要借鉴“文明对话论”的核心思想。

“文明对话论”是作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命题提出的。遵循多元多维文明观、尊重文明共性和差异

以及文明对话推动各文明完善和进步的原则，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建立基于多

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为目标的“文明对话论”思想不但能为文化外交提供一个新的学理

分析范式，也可以为文化外交的实践提供启示。

（（一一））超越国家利益的超越国家利益的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学理分析范式学理分析范式

国家利益最早是由西方学界提出的，是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础。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天

然使命。然而学界对于国家利益内涵的界定以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认识上仍然存在分歧。西

方学者是基于西方的固有思维和历史经验提出的西方国家利益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

thau）认为，“民族主义精神一旦在民族国家内得以实现，它就被证明是完全忠于一国利益的和排他

的，而不是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32]76。基辛格也在评价美国外交政策时讲到，不谋私利的国家政策

是不可靠的，应将建立世界秩序的目标同美国国家利益联系起来[33]610。西方学者和政客是基于国家利

益与国际利益的冲突思维看待国家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也是基于这种冲突思维制定的。

西方国家本质上希望通过文化外交强迫非西方国家认可西方文明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意义的文

明，进而强迫其他文明按照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改造自己。而“文明对话论”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

冲突思维的新的思考方式。近些年，中国在阐释国家利益内涵以及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关系方面

提出了中国理念，即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合作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

际关系理念。这一理念与“文明对话论”在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处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间

关系方面提出了基于统一合作而非冲突的原则。以统一合作思维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文化外交是能

够超越国家利益的。超越国家利益并不意味着牺牲自身利益，而是使决策者意识到对外政策在文化和

文明层面能够超越国家本身，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统一起来，即通过文明对话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

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是符合各国国家利益的。丧失了文明间的和平相处，丧失了和平的世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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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各国的国家利益也无从谈起。基于将国家利益视为国际利益对立面的西方思维终将使自身的利益

受损。基于上述分析，文化外交要实现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就意味着通过文化和文明间的对

话，相互借鉴，实现自身文化和文明的完善与进步，进而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也是与国际利益高度统

一的，即在保护好各自文明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平的世界秩序。

这对于今天强权政治仍占上风、民粹主义回潮的现实世界恐怕太理想化了。然而，文明对话早已

在 20世纪 90年代得到知识界和政界人士的大力倡导和推动，在国际层面还得到了联合国的助力，目

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对话和合作的必要性，理性的呼声和行动也应该越来越强、越来越

多。文化外交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文化外交超越国家利益的意识归根结底要对文明的特性和文明对话

的本质有正确的认知。文明作为客观存在是没有道德价值判断的，因此要避免文明间的比较。比较会

产生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扩大自身文明的优势，突出他者的劣势；二是对自身文明不满，希望进行改

革，而夸大他者的优势，贬低自己。文明的共性和差异也是客观存在，是文化外交研究者和决策者必

须正视和接受的。资中筠曾以“平等”为例说明文明的差异问题。人权观念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较

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较为注重个人的平等权利，而种族平等的观念却较为落后。现代化的后来者则更

加重视对种族和民族的平等。但是不能以此得出结论，种族歧视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而蔑视个人权

利则是弱势国家文明的特点。无论是个人权利还是种族平等都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不过由于历

史发展速度的不同导致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有所不同[22]。

文化外交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还应充分认识到，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

社会的普遍利益。目前，各文明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仍然很不均衡，因此在文化和文明层面维护国

家利益仍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各文明保持开放的同时，避免在与所谓的强势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被其

同化和侵蚀，应通过文明对话推动文明自觉，实现自我完善，树立文明自信。理论上讲，文明间本不

存在强势和弱势，只有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进而导致不同文明的国家在国际

社会中话语权的强弱不均。每个文明都是自成体系的一个独立存在。之所以在人们印象中会产生强势

文明，原因在于前文提到的 “普世价值—文化转型”的文明对话模式。所谓的强势文明不但对自身文

明盲目地自信，也由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领跑者，因此使其在与其他文明对话中拥有更大的话语

权[34]。如何避免“普世价值—文化转型”对话模式，所谓的强势和弱势文明都要做出理念上的调整。

强势文明要树立正确的文明观。每个文明都存在自身的视角盲点，如果在对话中不愿倾听、拒绝发现

其他文明的优点，自身也失去了反思的基础，会陷入一种自我封闭、固步自封的局面。而弱势文明则

要树立自信，在与强者对话时敢于争取话语权，对强势文明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接受，借鉴其

优长，扫除自身的盲点，实现文明自觉。各文明应在互相尊重其核心价值观的原则下开展对话，通过

对话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培育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美好愿景。

（（二二））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实践路径实践路径

文化外交实践不能止于文化和文明的自觉及其国际认可度的提升，而应以培育全球文化认同作为

终极目标，并以此规划实践路径。全球文化认同包含两方面内容，即文化理解和文化共识[35]35-41。在文

化理解层面，应承认两个事实，一是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即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家都具有某些

相同的价值观念。另一个事实是人类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有些差异在短时间内无法融合，但不同文

化要相互理解和尊重。文化外交实践不能寻求以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衡量其他文化，不能基于自己的文

化认同去判断其他文化，更不能寻求用自己的文化去取代其他文化，要避免滑向文化霸权主义。在文

化共识层面，应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共识。培育全球文化共识是

人类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关键，也应是指导文化外交实践的重要原则。

文化外交需要从国内外两个层面规划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加强内外统筹。对内深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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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文化和文明的优秀思想，一方面做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会贯通，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提升国内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另一方面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和文明思

想，为文明平等对话以及在对话中提升话语权奠定基础。对内还要将“文明对话论”思想纳入国家教

育体系，加强对民众的相关教育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深植“文明对话论”的社会土壤，推动民众树

立正确的文明观以及普及正确的文明对话模式。从人类诞生以来，多元文明从来就是共存的，找不到

一个只存在一种文明的时期，也就是说从来就不会有“历史的终结”这一天。

对外借助联合国开展文明对话。与联合国合作应成为各国文化外交实践的重要路径选择。文明对

话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正式议题。联合国文明联盟是推动文明对话的专门组织，通过与成员

联合举办年度论坛以及打造推动文明对话的旗舰项目、支持成员在国家层面制定文明对话政策、支持

区域组织制定文明对话战略、支持保护文明多样性的创新计划等方式推动文明对话。拥有 193个成员

国的联合国是各国实践文化外交和携手推动文明对话的天然平台。借助联合国有利于拉近所谓强势文

明和弱势文明的距离，有助于提升所谓弱势文明的自信和话语权。以中国为例，中国派代表参加联合

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参与推动文明对话议程相关的报告撰写，承办联合国文明联盟组织的全球年度

论坛，并参加了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全球年度论坛，承办联合国文明联盟首次在东亚地

区组织的地区性会议[36]73。中国参与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进程表明各国有多种途径参与到联合国的文

明对话议程当中来，既可以通过联合国推介自己及其地区的文化和文明，也可以倾听和了解其他文

明。各国还可利用主场外交，搭建文明对话平台，如2019年中国举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广正确

的文明观以及文明对话模式，在地区和世界层面推动培育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全球文化认同。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依存度也随之加深，同时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也不断增多。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使各国更加意识到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培育以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文化认同是各国能否开展合作的关键，也是关乎世界和平稳

定的核心因素。文明对话是培育全球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推动文明对话须落实到国家层面。然而文

化外交在研究和实践层面都深受西方文明观、国家利益观及其文化外交实践的影响，仍然存在概念和

路径模糊的问题，文化被政治化和具有排他性、利己性的西方国家利益观驱动的倾向也在被强化。为

了跳出西方主导的固有思维路径，文化外交无论是在学理分析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需要与西方文明中

心论的文明观和西方具有排他性、利己性的国家利益观划清界限，将“文明对话论”核心思想纳入文

化外交政策制定和实践的全过程，以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互统一为出发点，采用“核心价值—文明

自觉—共同价值”的文明对话模式，进而实现文明自觉、全球文化认同和基于多元多维文明共存的和

平的世界秩序的构建。这样既能够维护国家利益也有助于化解世界困境，使全人类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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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practitioners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formed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entralism and self-interested

national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goal. Th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cultural diplomacy imple-

men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not only causes lasting tension between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but also

leads to vicious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utilize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hum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paradigm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ory”. Cultural diplomacy should incorporate the core ideology of the theory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ultural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and practice, take the mutual unity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dopt the dialogue mode of“core values-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common values”,

and build a peaceful world order based on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e and multidimensional civilizations while

realizing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global cultural identity. In practice, cultural diplomacy should lay

emphasis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actors. At home, it should explore fine cultural

though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global significance,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underlie a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incorporate the thought of“civilization

dialogue theory”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it deeply rooted in society. In for-

eign relations, it can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 natural cooperation platform United Nations or utilize‘host diplomacy’with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to actively build a dialogue platform for civilizations and jointly cultivate global cultural identity with

mutual respect,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t its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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